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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印刷与流通∗

胡 培 培

　 　 内容摘要: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继续印刷与流通,是中国版本

学史、书籍史、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值得关注和研究。 官书局刻、印本

《二十四史》《广雅丛书》《资治通鉴》《古逸丛书》等分别通过合作、重编、
拣选等途径得以再印,是其中较具代表性者。 虽经时代变化,这些晚清官

书局刻本仍然为从事传统学术研究者所需,章太炎、朱希祖、胡适等文人

学者多有购买、阅读和推荐。 尽管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发行的古籍

相比,晚清官书局刻本受经济等条件的限制,印量较少,所占市场份额并

不大,却依旧为时人所重,更是民国时期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时

期的售书目录、藏书目录、推荐书目以及日记、信札等资料为考察这一系

列问题提供了可能。
关键词:晚清官书局刻本　 旧版再印　 民国出版　 古籍流通

引言

晚清官书局的创设和印书,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出版史事,刊刻的

书籍,也以“局刻本” 而知名。 官书局刻本的编纂、校勘、付梓、流通是

官书局创设和运行的中心环节,也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 近三十多年

来,关于晚清官书局刻本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这些成果总体上可以分

为三类:第一,钩稽史料,还原官书局刻本刊刻史实,关注各官书局刻本

的类别、种数、刊刻过程、书籍特色等。 这类成果非常丰硕,涵盖了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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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书》宋人校语辑校与研究” (20CZS008)阶段性

成果。



有记载的官书局刻本①,另如图书发行的细节、刊刻的经史类书、刻本的

刷印②等具体问题均有专门考察。 第二,关注官书局刻本所反映的时代

学术风气。 如兰秋阳专就金陵书局刊刻的书籍分类论述,展现了晚清时

期的学术风貌③。 第三,将官书局刻本研究作为官书局研究的一部分,置
于整个历史环境中考察。 王晓霞通过对书局的兴起与组织、书籍的刊刻

过程与流通方式等问题的系列讨论,分析官书局衰落的命运以及与晚清

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④;张宗友不仅论述了官书局刻本的刊刻史实,还
留意这些书籍的内容特色、传播途径与策略,从而表彰官书局刻本在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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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这类成果又主要分为两种,一是以所有的官书局及其刻本为研究对象,如吴家驹:
《清季各省官书局考略》,《文献》1989 年第 1 期,第 186—194 页;孔毅:《清代官书

局刻书述略》,《文献》 1992 年第 1 期,第 231—245 页;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

稿》,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 年;孙淑贤:《晚清官书局刊书辑考》,南京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徐雁平指导),2013 年。 二是对某一官书局作专门研究,刻书情况是论述

的重要内容,如徐苏:《江苏官书局考辨》,《图书馆杂志》1990 年第 5 期,第 61 页;
吴家驹:《崇文书局与崇文书局刻书》,《图书馆杂志》2004 年第 6 期,第 72—74 页;
寻霖:《清代湖南官书局刻书》,《图书馆》 2012 年第 2 期,第 141—143 页;陈矩弘:
《晚清浙江书局刻书述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2 年第 2 期,第 104—106 页;
徐琼:《广雅书局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谭汉生指导),2014 年;张灿:
《淮南书局研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宗友指导),2016 年;张娟:《江苏官书

局研究》,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李景文指导),2016 年;朱建飞:《金陵书局研

究》,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宗友指导),2017 年;李明勇:《贵州官书局出版发

行考述》,《现代出版》2017 年第 4 期,第 57—61 页;梁明青:《云南书局、官书局及

其刻书考》,《文献》2019 年第 1 期,第 80—111 页;罗伟华:《江楚编译书局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房鑫亮指导),2019 年;唐桂艳:《山东书局研究》,山
东大学出版社,2019 年;石杰:《清末陕西味经书院与味经官书局出版活动研究》,
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何朝晖指导),2020 年;王晓霞:《新旧之间:江楚编译局始

末》,《中国出版史研究》2022 年第 1 期,第 35—47 页。
张宗文:《晚清官书局的图书发行》,《编辑学刊》 1999 年第 3 期,第 79—80 页。 王

晓霞:《“纲维国本”:晚清官书局刊刻之经史类书———以藏书为视角的考察》,《现

代出版》2018 年第 2 期,第 67—70 页。 朱宝元:《晚清官书局本的刷印》,《中国出

版史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76—92 页。
兰秋阳:《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 1864—1911)》,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

学位论文(罗检秋指导),2018 年;同名图书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 2022 年

出版。
王晓霞:《纲维国本:晚清官书局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 年。



文献传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①。
这些研究成果展现了晚清官书局刻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也可以

看出,既往研究关注的时间主要集中于晚清时期。 作为书籍史上的重要

版本,晚清官书局刻本到民国时期仍然较为通行,也继续承担着重要的文

化使命,对于这一问题,前人著述鲜有涉及。 如当前的出版、印刷、版本通

史著作,叙述晚清官书局刻本的情况常常截止于清末②,而民国出版史研

究中,虽有论及图书馆印刷官书局版片的③,但在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

书版不仅仅由图书馆保存和刷印,因此这些论述并不能反映民国时期印

刷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全貌,更未涉及官书局刻本的流通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周振鹤关注到近代营业书目的价值,并编纂了《晚清

营业书目》一书,其中所收朱士嘉《官书局书目汇编》中的各局书目,实际

上都是 1925 年至 1930 年左右的在售书目④,反映了晚清官书局刻本在

民国时期的出售情况。 书目书单在官书局刻本研究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

用,周振鹤认为:“营业书目充分展示了当时市面上的书籍流行情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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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张宗友:《治乱交替中的文献传承》,南京大学出版社,2021 年,第 441—490 页。
近代出版史著作如范慕韩主编《中国印刷近代史》 (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 年)、元
青主编《中国近代出版史稿》(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 年)谈到晚清的官书局,均未

提及民国以后的状况;版本、印刷史著作如张秀民《中国印刷史》 (上海人民出版

社,1989 年)、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1990 年)、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

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年)均专门介绍官书局刻本,或止于清末,或止于

官书局版片为图书馆接收。 即使是叙述到民国史部分的王雨《古籍版本学》 (《王

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第 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此书初印在 1961 年)、魏
隐儒《中国古籍印刷史》(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 年)均仅在清代官书局刻本部分讲

述了浙江官书局民国年间自刻和接收书版的简况。
王余光、吴永贵:《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年,第 11 页。
刘洪权:《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2021 年,第 213—266 页。 胡

培培:《中国雕版印刷业的夕阳晚照———民国时期公共图书馆雕版印书探析》,《出

版科学》2022 年第 2 期,第 119—128 页。
周振鹤编:《晚清营业书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年,第 39—173 页。 该汇编最

初由中华图书协会出版于 1933 年,其中除广雅书局外,均未标明各官书局书目出

版时间,但通过所列书名、价格等可大致确定:江南书局 1929 年、淮南书局 1928
年、江楚编译局 1928 年、江苏书局 1926 年、浙江书局 1930 年、山东书局 1925 年、湖
北官书局 1926 年至 1930 年、广雅书局 1927 年。 山西书局书目暂不可确定,但也当

在这段时间内。



就是一般常说的大众阅读趋向,这种趋向与社会自身发展相一致,也基本

上与国家改革的进程相切合。”①刘永华也提出对于“晚清民国时期书单、
售书账的分析”,可以为了解这一时期“知识与思想实态”②提供一个新

的角度。 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再印与流通,是中国出版史、印刷

史上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现象,本文主要依据售书目录、藏书目录、推荐

书目及日记、信件等相关记载对此作全面考察。 各官书局售书目录反映

出清代晚期流行的古籍版本也在民国时期继续印刷、销售;售书目所载的

版本类型、书籍价格等直观地展现官书局刻本的流通实况;藏书目录、日
记、信件进一步体现出这些书籍继续为民国时期具有传统学术背景以及

从事传统学术研究的文人学者所需;这些都是研究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

刻本及其学术意义的重要问题。

一、承续与发展:民国时期印刷的晚清官书局

刻本中的重要典籍

　 　 民国时期印刷晚清官书局刻本的机构有三种:一是改组后的官书局,
如湖北官书处、江南书局;二是接收各省官书局版片的省图书馆③,如浙

江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山东图书馆、云南图书馆等,广雅书局版片先由广

东图书馆负责,1924 年又成立独立的广雅版片印行所;三是民间书坊,如山

东书局④、苏州振新书社、成都书局等,多是借版印刷。 此外,还有政府的临

时印书活动,如 1925 年张宗昌督鲁,重新印行山东书局《十三经读本》。 民

国时期,各官书局版片归属虽有变化,但所印各书仍沿称官书局刻本。
目前可知,刻本在民国时期得到再印的晚清官书局有:江南书局(金

陵书局)、淮南书局、江楚书局、江苏书局、浙江书局、山东书局、山西书

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湖北崇文书局、四川书局等,几乎都有专门的售

书目录,详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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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周振鹤:《晚清西学流行程度的一个视角(代前言)》,《晚清营业书目》,第 2 页。
刘永华:《后五四时代中国内地的书籍流通与阅读取向———基于四份书单的分析》,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1 期,第 97—113 页。
民国时期各图书馆的名称几经变化,如浙江图书馆先后名为浙江公立图书馆、浙江

省立图书馆等。 本文在总述时采用今称,在说明各馆在历史时期的情况时采用其

当时的称谓。
此时的山东书局不是晚清官营山东书局,属私营性质。



表 1　 民国时期各官书局刻本的在售书目①

书局 在售书目

金陵书局
1921 年、1929 年《江南书局书目》
1934 年《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木印部出版目录》

淮南书局 1921 年、1928 年《淮南官书局书目》

江楚书局 1921 年、1928 年《江楚编译官书局书目》

江苏书局

1921 年、1926 年《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各种书籍核实价目》
1929 年《中央大学区立苏州图书馆印行所书籍价目》
1935 年《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印行所发售木刻图书目录》
1932 年《苏州振新书社书目》附《省立苏州图书馆印行所出版书籍目录》

浙江书局

民国初年《浙江图书馆附设印行所书目》
1916 年、1920 年、1926 年《浙江公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书目》
1928 年、1930 年《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书目》
1934 年、1936 年《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木印书目》

山东书局

1925 年《山东书局木板书籍目录》附《尚志堂所刻书籍目录》 《山东书

局图书目录》
1931 年《山东省立图书馆出版书籍价目表》
1932 年《山东省立图书馆碑帖书籍价单》

山西书局 1930 年左右《山西官书局书目》

广雅书局
1920 年《广东图书馆附设印行所书目》
1924 年、1927 年《广雅版片印行所书目》

云南书局
约 1923—1929 年《云南图书馆印售云南丛书办法附书目》
约 1930 年《云南图书馆发行书目》

崇文书局
1912 年《湖北官书处新刊书目》
1923 年、1925 年《湖北官书处新编书目》

四川书局 1929 年《成都书局批发川中刻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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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上述朱士嘉编《官书局书目汇编》外,本表所列售书目来源还包括:浙江图书馆藏

《湖北官书处新刊书目》 (1912 年刻本,索书号:M006670);国家图书馆藏《湖北官

书处新编书目》 ( 1923 年刻本,索书号:目 490 / 9136;1925 年铅印本,索书号:目

490 / 9136-2);上海图书馆藏《图书书价目录十二种》(索书号:线普 362636-37);山
东省图书馆藏《山东省立图书馆碑帖书籍价单》(1932 年铅印本,索书号:善 4377)、
《山东书局木板书籍目录》(1925 年铅印本,索书号:新 2429);云南省图书馆藏《云

南图书馆发行书目》(民国铅印本,索书号:293. 1 / 95);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

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年);中国国家图书馆民国图书

数据库;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大学数字图书馆国际合作计划数据

库。 这里的在售书目,也有几种包含非官书局刻本,如《浙江图书馆附设印行所书

目》中有少数印刷自私家捐赠、购买的版片。



由表 1 可知,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得到了较为系统的整理、印刷与

发行。 其中,以几部重要的典籍最具代表性。
　 　 (一)合作: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

清同治时期,金陵、浙江、江苏、淮南、崇文等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至民国时书版在各局分别印刷出售,江南书局售书目开列《史记》 《两汉

书》等十五史(淮南书局《隋书》版片由江南书局负责印刷),浙江图书馆

印行浙江书局本《旧唐书》 《新唐书》 《宋史》,苏州图书馆售书目“史部”
首列江苏书局刻本《辽史》 《金史》 《元史》,湖北官书处再印了崇文书局

刻本《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明史》。 书坊则将这二十四史汇集售卖,
如 1925 年《山东书局发售木板书籍启事》称该局“与各局订立条约,归敝

局经售”①,史部第一种即是《五局合刻念四史》;1923 年、1927 年《北京

直隶书局图书目录》史部第一种也均是“《二十四史》,五局合刊本”②。
规制统一是《二十四史》汇辑合售或补配成套的基本条件。 《二十

四史》刊印之初,即计划版式一致,刊成后,除崇文书局刊刻的《旧五代

史》 《新五代史》 《明史》为四周双边外,其余各史均为左右双边,白口,
单鱼尾,每半叶 12 行、行 25 字,字体上采用扁宽、横细竖粗的毛氏汲古

阁体③。 民国时期由于书版各自刷印,虽然版式、行款等相同,书籍的

开本却有时不一致,汇集销售有失美观,携带存放也不方便。 因此,
1925 年 5 月 14 日浙江图书馆附设印行所将江南官书局、江苏省立第二

图书馆(苏州图书馆)官书印行所的函件转发给湖北官书处,商讨印书

尺寸问题:
准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函开:“案准江南官书局公

函,内开:‘各省官书局合刻之《二十四史》,版片样式虽同,而装订

成书,实宽窄短长未能一致,颇为购书者诟病。 兹将敝局向来装订

史书程式,制成式样八纸,检送贵所(处)考验,会印齐全,以便分致

饬工照式切订,并附书式样八纸。’等因,准此。 敝所查后,理合将

原函暨史书式样六纸,照转贵所,查照施行等由,并江南官书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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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山东书局木板书籍目录》,叶一。
《北京直隶书局图书目录》,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

1 册,第 450、546 页。
刘甲良、马学良:《同光朝五局合刻〈二十四史〉 考述》,《历史档案》 2018 年第 2
期,第 106 页。



函一件、书式样六纸过所。”准此。 查江南官书局此举,系为全史装

订画一起见,敝所极端赞同。 惟依原函会印齐全之语,江苏官书印

行所应将书式八纸完全盖印寄杭,再由敝所完全盖印寄鄂,方合手

续。 今江苏官书印行所仅寄六纸,又未盖印,似有误会,敝所只得

就收到之六纸盖印,相应连同江南官书局原函照转,即希贵处查照

施行。①

函件由江南官书局发起,先后转发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浙江

图书馆附设印行所、湖北官书处,五局统一书籍制式,以便销售。
不仅如此,各局所用的纸张也是尽量统一的。 1921 年《江南书局书

目》在史部列《十五史》杭连纸和赛连纸两种,卷末声明:“查各省官局史

书多用赛连、杭连两种纸色刷印,式样比官堆精致。 本局现印《十五史》
即仿照办理,俾配《廿四史》者五局汇合式样一律相同,合并声明。”②查

现存售书目,苏州图书馆所印官书局本《辽史》 《金史》 《元史》有连史纸

和赛连纸两种③;淮南书局的《隋书》是赛连纸;1916 年浙江公立图书馆

印行的《旧唐书》《新唐书》《宋史》均是赛连纸,1936 年的《浙江省立图书

馆出版木印书目》只有七种书标明了纸张,其中包括《旧唐书》 《新唐书》
《宋史》三史,有连史纸和赛连纸两种。 江南官书局所说的“杭连纸”,当
是各家书目中的“连史纸”。 可见连史纸和赛连纸两种是印刷《二十四

史》最为通用的纸张。 现在最为常见的五局本《二十四史》,有一种纸张

颜色发黄,一种颜色雪白,当是分别用这两种纸印刷的。 虽历经时局变

化,五局仍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合作印制《二十四史》,这种形式也是对

晚清官书局印刷事业的延续。
(二)重编:广雅书局刻本《广雅丛书》
清宣统二年(1910),广雅书局的版片归入新成立的广东省立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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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本学年关于本馆办理情形并一切章制文牍》,《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第 10 期,
1925 年,第 12 页。
《江南书局书目》,1921 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图书书价目录十二种》之一,叶四至

五。 1929 年《江南书局书目》也有相同的声明。
1921 年《江苏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书目》、1928 年《中央大学区立苏州图书馆印

行所书籍价目》、1935 年《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印行所发售木刻图书目录》中的这

三史均是连史纸和赛连纸,详参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

刊》第 1 册,第 217、267、319 页。



馆,至 1917 年,徐信符(字绍棨)、冯愿等受聘为董事后,逐渐得到清理①。
1918 年,广东图书馆附设广雅版片印行所成立。 徐信符着手汇印《广雅

丛书》 ,并在 1920 年 3 月撰写了《广雅书局丛书总叙》 ,内中称:“今择

其板式一律者,凡一百五十余种,汇为《广雅丛书》 。” ②徐信符在广雅书

局版片中挑选了一百五十余种版式相同的汇印成书,命名为《广雅丛

书》 ,并编纂简目,列于卷首。 今见天津图书馆所藏《广雅丛书》 内,徐
信符《广雅书局丛书总叙》 《广雅书局丛书目录》书叶版心上端刻有“广

雅丛书”四个大字,而其余所有书叶均是在版心中刊书名卷数、下端椠

“广雅书局刊” ,就是因为《总叙》和《目录》是新刊的,其余均使用的是

原版。
《广雅丛书》 的子目,按照徐信符《广雅书局丛书目录》 所列共 154

种,但根据 1924 年和 1927 年的《广雅版片印行所书目》,《广雅丛书》子

目有 155 种,后有附记:“以上共一百五十五种,分钉五百六十二册,板式

一律,统名《广雅丛书》。”③对比《广雅书局丛书目录》和《广雅版片印行

所书目》,除了有顺序的调整、书名个别字增减外,后者较前者多钱大昕

《诸史拾遗》二卷。 1920 年徐信符在《广雅书局丛书总叙》中明确说明:
“赵一清之《三国志补注》、钱大昕之《诸史拾遗》《三史拾遗》、张熷之《读
史举正》,凡四种,因修补尚须时日,不为列入。”④而 1924 年《广雅版片印

行所书目》将《诸史拾遗》列入,当是因为版片已修好。 若依此推测,《广

雅丛书》中有无《诸史拾遗》 或可以作为判断《广雅丛书》 汇印时间的

依据。
从分类上看,《广雅丛书》不遵循严格的四部分类,分经类、小学、杂

著、史学、集部,不仅将小学从经类中分离出来,还将史部改为“史学”。
据统计,经类 26 种,小学 11 种,杂著 17 种,史学 93 种(或 94 种),集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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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徐信符:《广东省立图书馆沿革》,杜定友编:《广东文化论丛》,广东省立图书馆,
1949 年,第 38 页。
《广雅丛书》卷首,天津图书馆藏清光绪间刻 1920 年汇印本(索书号:P29314),
叶一。
《广雅版片印行所书目》,1924 年,第 17 页。 《广雅版片印行所书目》,1927 年铅印

本,上海图书馆藏《图书书价目录十二种》之一,第 17 页。
《广雅丛书》卷首,天津图书馆藏清光绪间刻 1920 年汇印本(索书号:P29314),叶
一。



种,总 154 种(或 155 种),史学书籍占总数的五分之三,比重较大,可见民

国重编《广雅丛书》的时候,延续了清代广雅书局所刻书的特点①。
(三)拣选:江苏书局修补本《古逸丛书》《资治通鉴》
有选择性地印刷比较重要的官书局刻本,也是当时保存书版机构的

常见做法。 苏州图书馆所印书,以江苏书局修补本《古逸丛书》 《资治通

鉴》最具代表。
《古逸丛书》以保存中国本土已经亡佚的多种典籍而知名,其书版不

是江苏书局原刊,而是光绪八年(1882)黎庶昌命杨守敬刊于日本。 光绪

十年《古逸丛书》书版刊成,黎氏将其赠给江苏官书局②。 后来的《古逸

丛书》,即由江苏书局印刷。
江苏书局刊刻《资治通鉴》始于同治七年(1868),丁日昌任江苏巡

抚,设局刊书。 丁氏认为“若乃通括治体,经纬万端,上下数千年,固莫盛

于《通鉴》”③,于是让江苏书局覆刻嘉庆二十一年(1816)鄱阳胡氏仿元

本《资治通鉴》。 此时莫友芝任职江苏书局,负责刊刻事,为了择选技术

精湛的刻工,莫友芝还先重刻了司马光的《书仪》。 今见江苏书局刊刻的

《书仪》内封上刻有朱文识语:“同治七年夏四月,江苏书局将覆刊司马文

正《资治通鉴》胡注兴文署本,刊手杂募,不能别良拙,乃以文正《书仪》归

安汪氏仿宋本,各试刊一叶,第其去留,未匝月而工完。”④另据《张文虎日

记》称:“(同治七年六月十三日)与端甫至坊口访莫偲老,见所携苏局新

翻胡刻《通鉴》,形模尚似。”⑤此时距离刻完《书仪》仅一月有余,说明很

快开始了翻刻《资治通鉴》的工作。 江苏书局翻刻胡氏本《通鉴》是从后

往前刊刻的,先刻末卷第二百九十四卷,“逆而上之”;当刊刻完成后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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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早在广雅书局初创时期,就已经奠定了这个格局。 梁鼎芬曾致缪荃孙信云:“昨集

众议定刻《史学汇函》,经学附刻。 如有可刻之书,祈随时示知。” (顾廷龙校阅:《艺

风堂友朋书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第 162 页) 王秉恩在致缪荃孙信中也

说:“春中宏开书局,大抵以经学续学海堂。 别开史学,与之并峙。” (顾廷龙校阅:
《艺风堂友朋书札》,第 707 页)均强调了着重刊刻史学书籍。 按,张之洞创办广雅

书局,曾聘王秉恩任提调,主持刻书,梁鼎芬等担任总校,缪荃孙也曾任校勘之职。
《钦差前出使日本国大臣黎奏稿》,《申报》1884 年 12 月 20 日,第 3 版。
丁日昌:《序》,司马光: 《资治通鉴》,清嘉庆二十一年 ( 1816) 胡氏刻同治七年

(1868)江苏书局补刻本,山东省图书馆藏(索书号:新 2562),叶一至二。
司马光:《司马氏书仪》,清同治七年江苏书局刻本,内封。
陈大康整理:《张文虎日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第 143 页。



卷时,莫友芝得知胡克家本《资治通鉴》原版尚在,驰告丁日昌,丁派刘履

芬购得。 胡氏书版从卷二〇八以下被毁,其余卷数则基本完整,正好与江

苏书局刊刻的书版可新旧衔接。 最后江苏书局共新刻《资治通鉴》八十

七卷,加上《释文辨误》十二卷。 胡氏原版仍存的,江苏书局也进行了修

补和校改。 至同治八年二月修版补版全部完成①。 1914 年,《古逸丛书》
《资治通鉴》与其余江苏书局版片一起被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接收,归入

附设的官书印行所。
《古逸丛书》和《资治通鉴》价值较大,苏州图书馆极其重视。 在 1930

年印行的《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概要》 “大事纪要”和 1936 年印行的《江

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年刊》 “本馆历年大事记”中均记载了修版事:“十年,
修刻本馆藏版《古逸丛书》及《资治通鉴》。”②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逸丛

书》有 1921 年曹允源《重修〈古逸丛书〉叙》,冠于《古逸丛书》补版后印

本首册卷端,详细纪载了修版之事:
《杜工部草堂诗笺》前四十一卷为宋麻沙本,尤多漫漶,不可辨

识。 今年孟夏,招沪上良工,用图书馆初印本覆刊,最《影宋台州本

荀子》刊补一叶,《影宋本庄子注疏》刊补七叶,《影宋蜀大字本尚书

释音》刊补三叶,《影旧钞卷子原本玉篇零本》刊补四叶,《覆麻沙本

草堂诗笺》刊补八十九叶。 阅半载,工始竣。③

可见,此次修补是据馆藏初印本校勘,共修补了《古逸丛书》 中的五种,
104 叶。 修补完成后,江苏省立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专门发布启文:
“续印并力求美备,选用顶上纸色,以餍阅者之意。” ④以招徕读者。
1929 年西湖博览会上,苏州图书馆陈列的也是《 古逸丛书》 多种⑤。
《古逸丛书》 《资治通鉴》成为苏州图书馆印刷的江苏书局书版中的标

志性书籍。

07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牌记及丁日昌《序》,司马光:《资治通鉴》,清嘉庆二十一年胡氏刻同治七年江

苏书局补刻本。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概要》,1930 年,第 3 页。 《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年刊》,1936
年,第 1 页。
转引自陈正宏:《东亚汉籍版本学初探》,中西书局,2014 年,第 36 页。
蒋鹏翔:《〈古逸丛书〉 编刊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李庆、陈正宏指导),
2011 年,卷首彩图十八、正文第 149 页。
白音:《西湖博览会教育馆之研究(二)》,《申报》1929 年 9 月 20 日。



　 图 1

以上所举仅是较具代表性者,综合

统计来看,民国时期售书目中的官书局

刻本在千种以上,基本保留了晚清时期

的主体规模。 还有部分官书局刻本选入

地方性丛书获得再 印, 如 光 绪 六 年

(1880)云南书局所刊师范《滇系》 一书

(见图 1)①,是重要的地方学者著述,被
重印收入民国时期编刊的《云南丛书》。
总而言之,官书局刻本中具有适用性和

学术价值的典籍在民国时期仍然得到

相当的重视,而通过不同途径再印的官

书局刻本,在承续前代的同时,也发生

了一定的变化,体现了典籍生成的不同

方式。

二、民国时期晚清官书局刻本的价格与销售

书籍生产的主要目的是流通。 讨论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流

通,首先要对其价格做考察。 朱士嘉调查民国时期情况时评价官书局书

籍“既合实用,价又低廉”②。 抗战时期郑振铎搜访古籍,提出各种局刻

“自当多购”,也是因为“此类书价仍尚廉也”③。 朱士嘉和郑振铎都是民

国时期书籍市场的亲历者,所言必有依据。 然而实际上,这一时期官书局

刻本的价格情况比较复杂,需要作更为详细的分析。
民国以来,中国的书籍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官书局刻本面临着各

方面的冲击和压力。 1915 年浙江公立图书馆统计的此年馆内书籍阅读

情况显示:杭城阅书人所偏重在科学及小说家言,因此在新书部、杂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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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滇系》光绪六年刻本有牌记“光绪庚辰春云南书局刻”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

本,索书号:PG26 / 81)。 此本后又重印,牌记改为“光绪丁亥云南通志局刊” (《滇

系》,《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 55 册,上海书店,1994 年,第 8 页)。 梁明青曾对“《滇

系》是局本”说产生过怀疑(梁明青:《云南书局、官书局及其刻书考》,《文献》2019
年第 1 期,第 107 页),或因未见光绪六年印本。
朱士嘉编:《官书局书目汇编·引言》,中华图书馆协会,1933 年,第 1 页。
沈津:《郑振铎致蒋复璁信札(上)》,《文献》2001 年第 3 期,第 251 页。



阅览最多,共占 45%;子部书亦含科学与小说书籍,阅览约占 18%;集部、
史部之书与科学关系较浅,趣味又不如小说,仅分别占 15%和 13%;经书

非学校所注重,阅览本数约占 5%①。 这反映了民国初年中国传统经史典

籍的阅读量大大减少,而官书局刻本即是以经史典籍为大宗,与科学、小
说有关之书非常少。

到 1919 年,“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传统经史典籍重获重视,但也有

了非常多样化的出版形式,研读国学者有了更多选择。 以《左传》为例,
官书局本《左传》主要有《左传读本》 《左传杜注》 《左传杜林合注》三种,
而在当时的上海,却至少有十数种版本可以满足阅读《左传》的需求。 如

《春秋左传音义白话注解》《新式标点白话译注春秋左传》重点标举其“白

话”特色,《言文对照左传评注读本》 《言文对照左传评传笔法百篇》 《言

文对照左传句解》则强调其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双重特点,这些顺应民国

时期教育改革,提倡白话、使用标点符号等潮流的《左传》书籍,显然对普

通读者更有吸引力。 而且这些书籍凭借低廉的价格和强大的销售网络,
销量非常大。 商务印书馆铅印的吴曾祺评注《左传菁华录》,1915 年 9 月

初版,到 1929 年已经出至十版,定价保持在大洋六角。 中华书局编辑铅

印的《教科适用汉书精华》,自 1915 年出版后,到 1934 年也已经印行了十

版,定价一元二角。 这些形式多样的书籍大大挤压了官书局刻本的市场。
相比之下,金陵书局《左传》 售价一元四角( 1921 年) 或二元三角五分

(1929 年)②,江苏书局《左传读本》连史纸印本三元四角三分四厘、赛连

纸印本二元六角(1926 年)③,山东书局《春秋左传读本》毛边纸印本四元

五角,连史纸印本达六元(1925 年)④,后来还都有涨价。 《汉书》仅有金

陵书局刻本,《两汉书》 合售,杭连纸印本较便宜,也需十元九角( 1921
年),平均五元四角五分。 1928 年南京教育局欲征收江南官书局房屋时,
就认为其几乎不盈利:“所有书籍均为木板《诗》《书》《经》《礼》之类。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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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公立图书馆编:《阅书统计表并报告书》,《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第 1 期,1915
年,第 14—15 页。
《江南书局价目》,1921 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 图书书价目录十二种》 之一,
叶一。 　
《江苏第二图书馆官书印行所书目》,1926 年铅印本,上海图书馆藏《图书书价目录

十二种》之一,叶一。
《尚志堂所刻书籍目录》,1925 年铅印本,叶二十七。



在潮流变转,此类书籍已不能销行适用,所余书籍约计千百余部,日售不

过一二,籍以维持看守一二人之伙食。”①虽有过度贬低之嫌,但也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官书局刻本经营的窘况。
从书籍的绝对价格、经营规模和销售总量来看,官书局刻本与新兴出

版物确实差距不小,但是讨论官书局刻本的价格与市场,还要考虑到其本

身的书籍性质,即与选本、评注本、句解本等不同,官书局刻本多是可以满

足学术研究使用的、内容精善的版本,因此要放在学术类古籍的视域中来

考察。
若将同一种新书的官书局刻本与中华书局本,在 1925 年至 1929

年②的价格稍作比较,可以发现,官书局刻本总体上与中华书局本的标价

相差不大,有的甚至还更低一些。 如《相台五经古注》 ,中华书局本八元

二角③,浙江书局本六元四角四分④,江南书局杭连纸本十三元四分、赛
连纸本七元二角四分⑤;《十三经古注》 ,中华书局本十八元二角,浙江

书局本 1926 年七元二角六分,1928 年七元九角四分;《四书集注》 ,中
华书局本一元四角,浙江书局本一元三角四分,江南书局本一元一角六

分,淮南书局本一元六角⑥。 且从版本上来讲,这几种中华书局本多属

《四部备要》本,校勘不甚严谨,官书局刻本则更加精善,适合专业读者

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时期印刷官书局刻本的机构普遍存在经费不足

的情况,这影响了官书局刻本的印刷和销售。 1920 年代,浙江图书馆印

行的官书局刻本常常供不应求,甚至 1926 年 7 月还发布了《请买书人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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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请令饬迁让江南官书局由》,《南京特别市市政公报》1928 年第 14—15 期,第 87
页。
据盛灼三《民元来上海之物价指数》中《上海物价指数表》,1925 至 1929 年这几年

物价基本稳定(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银行学会银行周报社,1948 年,第

407—408 页)。
《中华书局图书目录》,中华书局,1925 年,第 26 页。 下文《十三经古注》 《四书集

注》两种书同在第 26 页。 1927 年书目价格相同。
《浙江公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书目》,1926 年,叶一。 下文《十三经古注》 《四书集

注》分别在叶一、叶二。
《江南书局书目》,1929 年,叶一。 下文《四书集注》同在叶一。
《淮南官书局书目》,1928 年,单页。



遽汇款函》①,因无书可卖而谢绝买家,与普遍认知中官书局刻本销售停

滞几乎完全相反。 导致这一营业怪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经费不足。
印行所本身秉承的理念是“印钉工价与解缴售书价银不相上下,是以

收支尚相切合,印售均无妨碍”②,但是当售书价骤降,而印钉工料费无法

压减,售书必将亏损,则惟有谢绝买主③。 这又反过来限制了书籍的

销售。 　
尽管经费不足,印行晚清官书局刻本的机构仍尽可能地运用各种广

告形式进行推销。 浙江图书馆“以广告之重要,拟在上海及杭州各大报

登载大版广告”④,其中 1935 年 4 月 7 日在《申报》上刊登的广告,占据了

第四版的大半版面,详列浙江官书局刻本之书名、卷数、著者、册数和价

格,各机构还利用出版的馆刊、年报等的书衣、封面、内页刊登官书局刻本

广告。 各种出版目录、单页书目也发挥了广告的作用:“函索即寄,并订

有通信邮购办法,与批发承销办法,皆印在书目之后。”⑤直销、代销、函购

等销售方式均可使用,在新式交通、通信网络的助益下,大大完善了销售

渠道。
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书店和读者群体中仍保持一定的知名

度,“局刻”已经成为官刻书籍的代表,经常作为单独的一类列出。 这在

民国年间很多书店的书目中屡见不鲜,如 1923 年的《北京直隶书局书目

说明》称:“本局创办二十余年,书精价廉,久为主顾诸君赏识,今更不惜

资本,转运各省局刻、家藏木版,各种经、史、子、集,并搜罗宋元明精刊善

本各类书籍,按类编目,详细登载。”⑥首先提到“各省局刻”,1927 年、
1928 年书目仍然沿用。 1929 年的《邃雅斋书目》中《外埠函购书籍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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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馆办理情形并一切章制文牍》,《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第 11 期,1926 年,第 4—
5 页。

 

《本馆办理情形并一切章制文牍·呈教育厅文》,《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第 4 期,
1919 年,第 3 页。

 

《来学年之整理进行计划》,《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第 7 期,1922 年,第 3 页。
《浙江省立图书馆附设印行所二十二年度进行计划》,《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 2
卷(1933 年)第 6 期,第 141 页。
《浙江省立图书馆印局版精刻国学要籍》,陆谷编:《浙江省立图书馆善本书目题

识》,浙江省立图书馆,1932 年,目录后广告。
徐蜀、宋安莉编:《中国近代古籍出版发行史料丛刊》第 1 册,第 487 页。



第一条说:“本店向在各省搜罗宋元明板及清朝家藏、局刻各书,照定价,
概无折扣。”①同年的《开明书局书目·外埠函购书籍简章》第一条则是:
“本局创办多年,采访旧刻古本家藏及局刻各种书籍,照定价一律八

折。”②局刻书籍是这些书店经营的重要类型,占据一定读者市场。

三、“旧书新用”:民国时期读者对晚清官书局刻本的需求

读者也是书籍流通的重要环节,更是书籍史、文献文化史研究中不可

或缺的方面,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读者需求同样值得关注。 尽

管在近来的书籍史研究趋势中,“研究书籍在中下层社会的传播与阅

读”③尤为书籍史研究的重点,但由于官书局刻本内容的特殊性,其读者

主要分布在文人学者群体中,而这一群体的阅读,最能反映当时的主流学

术风气。 赵益就在其研究中特别强调士人阶层的文献整理与编刻、传
播④。 需要说明的是,民国时期阅读、流通的晚清官书局刻本不一定都印

刷于民国时期,还有一部分是从清代流传下来的刻本,但均属于民国时期

流通的晚清官书局书籍。
追溯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阅读需求,文人书单是一个可供

考察的角度。 文人的藏书目录与推荐书目中的版本选择直接体现了官书

局刻本在其学术生活中所占据的分量。 1913 年,朱希祖被聘任为北京大

学预科教授兼清史馆编修,暑假期间,他择选较为重要且有用之书运往北

京,并亲自抄录为《癸丑七节迁京书目》⑤,不仅有书名、卷数、著者、册数,
大多数书还详列版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这些书的版本来源,其中晚清

官书局刻本就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共有 178 种⑥。 包括浙江书局本 67
种,江南书局本 21 种,江苏书局本 23 种,扬州书局本 1 种,淮南书局本 7
种,崇文书局本 29 种,湖南书局本 15 种,思贤书局本 5 种,江西书局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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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编:《民国线装图书总目》第 8 册,中华书局,2018 年,第
270 页。
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书局编:《民国线装图书总目》第 8 册,第 274 页。
张仲民:《从书籍史到阅读史———关于晚清书籍史 / 阅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史

林》2007 年第 5 期,第 154 页。
赵益:《中国古代文献:历史、社会与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19 页。
收入李万健、邓咏秋编:《民国时期私家藏书目录丛刊》第 1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2012 年,第 1—222 页。
其中《十三经》算作一种,《二十四史》由于是不同书局刊刻,故计算子目。



种,广雅书局本 8 种,四川尊经书局本 1 种。
虽然朱希祖开列的这些局刻本呈现着明显的地域偏向,以浙江、江

南、江苏和崇文等书局的刻本为主,但仍然可以反映官书局刻本在文人书

单中所占据的分量,而且朱希祖择选的这批书将要运抵北京,说明是常备

且较为重要的书。 朱希祖还专列了《浙江官书局书目》 《江苏官书坊书

目》 《江南书局书目》 《淮南书局书目》 《江西书局书目》 《湖北官书处书

目》 《湖南思贤书局书目》 《湖北官书局寄售书目》 等 8 种官书局售书

目,说明官书局书籍是朱希祖采选的重要对象。 1913 年 2 月,朱希祖在

北京购买了淮南书局本《说文斠诠》 ①,3 月又购得广雅书局本《经解汇

函》《小学汇函》 《经典释文》②,足以反映朱希祖对官书局刻本的持续

需求。
与朱希祖有相近研究旨趣的章太炎、钱玄同等人,也留下了很多购买

官书局刻本的记录。 章太炎需要湖南书局刊刻的郭庆藩《庄子集释》③;
钱玄同购买了淮南局本《经籍纂诂》、浙江书局本《淮南子》 《诗集传》④。
说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些官书局刻本不仅继续满足这些学者的阅读

需求,更反映了他们的研究旨趣并没有随着朝代更迭而改变,体现了学人

对传统学术之坚持。
朱希祖的书单反映了民国初年传统研究型读者的阅读倾向。 胡适的

推荐书单,则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以后普通学子的读书需求。 1923 年,提
倡国故的胡适应清华留美学生之请,制定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

目》,为学生学习国学提供指引。 这个书目亦列有版本,还特别提到一些

官书局刻本的可选之处。 如《二十二子》为“浙江公立图书馆(即浙江书

局)刻本。 上海有铅印本亦尚可用。 汇刻子书,以此部为最佳”;《抱朴

子》是“《平津馆丛书》本最佳。 亦有单行的;湖北崇文书局本”;《全上古

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广雅书局本。 此书搜集最富,远胜于张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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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中华书局,2012 年,第 95 页。
朱希祖著,朱元曙、朱乐川整理:《朱希祖日记》,第 101 页。
章太炎著,马勇整理:《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209
页。
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238、240、442
页。



《汉魏六朝百三家集》”①。 胡适所列版本,考虑到了书籍的可选性,“每

部书之下,如有最易得的版本,皆为注出”②。 虽说“最易得”,但仍然可

以看出列出的均是版本较好、可资使用的书籍,故晚清官书局刻本在其推

荐之列。
梁启超不满胡适所列书目,拟定了“真正之最低限度”③,细究其目可

以发现,均是经史子集中最具代表性的典籍,与晚清官书局所刻的书籍类

型有很大的相合之处。 而且梁启超在推荐留美学生可携购的“最普通”
之书时,专门列出的《石印浙刻二十二子》④,更是源出官书局刻本。 因而

在实际的阅读中,在校学生依然阅读官书局原刻本。 1931 年 9 月,时在

北京大学史学系求学的梁茂修(字竹航)就因山东书局《十三经读本》民

国重印本事致信王献唐,请寄回重复卷次,补足缺卷⑤。
尽管清王朝统治结束,但普通士人学子对晚清官书局仍保持肯定态

度,进而努力保存与延续官书局刻本的印行。 1922 年,江苏省欲裁撤江

南官书局,安徽学者刘启琳致书江苏省长,从官书局书籍的文化贡献出发

劝勿裁撤,甚至称:“吾国五代以前,书无刻板,冯道刊五经发卖,于是始

有印本。 迨冯、曾二公创立官局,于是始有佳书,六十年来可谓衣被天下

矣……今江南乃无故而亦与之俱废,举两局(扬州淮南局数年前已归并

江南)大好枣梨同付摧毁,譬犹温饱之家歆羡寒乞,弃五味烹调于粪壤而

甘受长饥,委四时裘葛于道途而自沦裸国。”⑥将官书局刻书与五代冯道

刻五经相提并论,赞其泽被之功。 持相似态度的还有柳诒徵,当 1928 年

江南官书局要被南京市政府征收而被迫暂停营业时⑦,柳诒徵向院长蔡

元培等极力争取,并专门撰文《国学书局始末》,叙官书局之渊源,以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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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琳致江苏省长书》,《时报》1922 年 8 月 8 日。 “冯、曾二公”疑当为“胡、曾二

公”,即胡林翼、曾国藩。

 

《南京市教育局接收江南官书局》,《时报》1928 年 4 月 24 日。



书局刻本“仍旧印售,并谋改良之方,以彰右文之盛”①,还一度计划将由

江南官书局代印的淮南、江楚书局的版片收回国学图书馆内印刷,“以续

前贤之绪”②。 事虽未成,但足见其对官书局刻本的推重。 1930 年,朱士

嘉更在其老师顾颉刚及同学的“怂恿”下编撰了《官书局书目汇编》,用以

推介晚清官书局刻本③。

四、结语

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刊刻与流通,是中国印刷史、出版史、文化史上一

件意义非凡的大事,它是覆盖中国大多数省份的官方刻书活动,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全国性书籍市场的形成,也实现了有质量保证的书籍在普通

学人群体中更广范围的普及。 有学者指出,晚清以来,官书局刻本在保存

文献、传承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辛亥革命以后,其振兴封建文教

的使命终结④。 然而,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新时期的文化事业中仍然承担

着重要的职责。 由于雕版可重复利用的特点,晚清官书局刻本的印刷并

没有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立即停止,仍然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印行。 虽版片

归属发生了变化,但是各版片所有者仍然为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印刷

形制和纸张的统一而通力合作;《古逸丛书》《资治通鉴》的修补印刷受到

重视;《广雅丛书》得以汇辑成书。 这些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刻书业在民国

时期的延续和发展。
利用旧的版片再次印刷,是中国出版印刷史上独特的现象。 其中,易

代之际官方版片的整理与再印又较具代表性,如元西湖书院重整宋代书

版,明代国子监对宋元旧版的修补和重印,清代接续明代递修宋元明三代

书版,形成了一种“传统性”的表征。 晚清官书局刻本在民国时期的继续

印刷,也是这一“传统性”的体现,说明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并不以朝代更

替为终结。 而与前代印刷旧版不同的是,民国时期,中国的社会文化环境

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石印、铅印等新的印刷技术传入,出版速度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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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大提升;西方文化不断传播,新学层出不穷。 作为中国传统印刷形式

下的传统出版物,晚清官书局刻本逐渐“式微”,传统官方刻书业不再占

据主要位置。
但是也应该看到,尽管在民国时期的书籍市场上,晚清官书局刻本的

价格不占绝对优势,并面临经费缺乏、印量减少等诸多问题,但由于种类

丰富,内容大多精善,仍然是此期市场上的重要版本,在一定程度上依然

为当时文人学者的古籍阅读和研究所需。 一些著名学者诸如章太炎、朱
希祖、胡适、顾颉刚、朱士嘉、柳诒徵等人都对晚清官书局刻本有所关注,
且持肯定态度,不断购买、阅读、推荐,官书局刻本以各种新的表现形式在

文献流通中起过重要作用。 这也显示出在清末民国时期文化转型过程

中,西学固然是学习的重要对象,传统学术仍然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延续。
民国时期的出版与阅读市场是复杂多样的,主流市场之外的其他市场也

应当被关注。 这一时期的书籍流通,虽然有大量的新式版本,但传统刻本

也是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 这种现象,也与刘永华所说的“从新文化运

动开启至抗日战争爆发,中国的图书世界呈现出复杂的流通与阅读图

景”①相呼应。 1937 年以后中国局势发生变化,官书局刻本的印刷没能

持续下去,版片也多毁于战乱。 但是作为民国出版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晚清官书局刻本”这一版本类型仍可作为探讨民国时期出版事业、文化

事业的一个切入点,萤烛末光,足以为中国出版史、书籍史乃至学术文化

史增辉。

论文得到多位同学的帮助和匿名专家宝贵的修改建议,在此一并

致谢。

【作者简介】胡培培,山东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馆员。 研究方向:版本目录学、出

版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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